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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十九歲的我 香港電影

當我們在電影裡追求公義的時候 當我們批評電影作品有違公義的時候 明

張婉婷與港產片軒然大波：當香港人（只能）在電影裡追求公義

短短幾日，張婉婷從交出真摯作品的導演，變成販賣少女青春、吃人血饅頭的魔頭；也因加盟「說好香港故事」再
多一個維穩導演的罵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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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在電影裡追求公義的時候，當我們批評電影作品有違公義的時候，明

明有更大的不公義就在前面，但我們只能買張戲票，對號入座⋯⋯

新年前後，香港電影界激起連場大事，而且叫人始料不及，一件比一件軒然大波。先有沉寂多時的周冠

威，突然推出愛情小品新作《1人婚禮》，風格迥異，結果好壞參半，被不「收貨」的影迷罵得體無完膚；

再有叫好叫座的《毒舌大狀》，也被批評是粉飾太平的「法庭劇」過時童話，放在今日香港，無異於對觀

眾餵飼精神鴉片。

以為爭論已經夠多？隨即又有《給十九歲的我》爆出連串醜聞，連電影都要緊急撤檔。不出幾日，張婉婷

便從一代名導，變成欺世盜名的過街老鼠；而香港觀眾對紀錄片拍攝的道德倫理的關注，也忽然提升到前

所未見的高度。頗出人意料的是，從來推崇醒目識玩（聰明懂玩），擅長走「精面」（耍小聰明，走捷

徑）的香港人，今次事件中，短時間內陡然激發出群體規模的（對電影人／作品的）道德規訓。香港人從

來都喜歡看電影，但相對過去「電影」多作為香港大眾之消遣，今日幾次爭端中，恐怕還附加了民眾被政

治去勢後無從宣洩的道德狂熱。

波浪一：被周冠威辜負？ 


惟上映之後，坊間迴響跟早前南轅北轍，除了劣評，網絡討論區甚至出現大

量癡心錯付、被良心導演「出賣」的憤怒遣責，好像周冠威拍了爛片，便辜

負了觀眾／同路人的深切期待。

由於署名執導社運紀錄片《時代革命》，香港導演周冠威也繼而成為後社運年代香港電影圈某種聲音的代

表。時隔一年多，周冠威終於交出賀歲喜劇《1人婚禮》，電影初公佈時好不轟動，網上隨即出現一些只要

是周冠威作品，無論如何即使「盲撐」都會捧場的說法。但《1人婚禮》瑕疵明顯，周冠威並不擅長處理喜

劇題材，加上電影於諸多限制下秘密拍攝，跟周冠威執導的前幾部作品相比，有一定落差。

不過，以作品來說，這一部用來解禁闖關的權宜之作，醉翁之意不在酒，也最多就是拍得不夠好，喜劇與

嚴肅說教部分不搭調而已；惟上映之後，坊間迴響跟早前南轅北轍，除了劣評，甚至在網絡討論區出現大

量癡心錯付，被良心導演「出賣」的憤怒遣責，好像周冠威拍了爛片，便辜負了觀眾／同路人的深切期

待，從「課金」支持創作滑向一種以「課金」作為情緒勒索，這或最能窺見政治閹割後的狂熱和空洞。



《1人婚禮》劇照。圖：高先電影提供

而所謂的社運光環也更不存在，特別在本地電影動輒都賺上好幾千萬票房的港片「小陽春」時段。按今年

三部賀歲片，另外兩部票房均有佳績，惟《1人婚禮》反應冷淡，至今尚未超過 300萬港元。影片既未掀

起「盲撐」景象，更因評價不似預期反惹批鬥抗拒，這或許關乎部分觀眾將過多的情緒押在周冠威及其電

影作品上，亦太期待他會一直留在社運抗爭路上。儘管周冠威本人雖是虔誠信徒，但電影畢竟是藝術創

作，而非人們內心政治鬱結的告解。

波浪二：《毒舌大狀》，叫好叫座的精神鴉片？ 


電影票房高漲，好評如潮，它亦被批評是精神鴉片。它確實抓緊了好題材，

但處理得非常節制，知所進退，始終保持安全的創作距離，甚至是一個遠離

現實香港的距離，它謹慎地去政治化，偷偷迴避了香港的真正現實。

相對成績未如理想的《1人婚禮》，近期論票房與評價最高，屬吳煒倫編導、黃子華主演的《毒舌大狀》。

執筆之際，電影上映兩周已累積近 8000 萬港元票房，聲勢甚至超過去年最賣座的《明日戰記》和《飯戲

攻心》。



《毒舌大狀》勝在簡潔清晰，劇本比起倉卒編排、情節混亂的《1人婚禮》和故意堆砌政治「擦邊球」的

《超神經械劫案下》這兩部同期本地賀歲片成熟得多，票房成績不過譽。而且，電影恰到好處抓緊了呼應

時勢的故事母題。

過去一兩年「法庭劇」於香港大行其道，從電影到舞台劇，無論嚴肅或喜鬧類型，都不乏批判司法制度、

法律遊戲，或是圍繞程序公義的作品，去年的《正義迴廊》和如今《毒舌大狀》也屬一例。這部電影多少

觀照了後社運年代已成常態的政治審訊，難以估算的秋後算帳。儘管牽涉「國安法」的審訊已經多到不被

提起、不被關注（但受審人士仍一直還押監房），而公眾對涉案人士的重囚年期，也由憤忿不甘逐漸變得

相對麻木。此情境下，戲中誇張的戲劇演出，既是觀眾身處的政治現實的轉化，也是對莊嚴威權的一種嘲

諷。

藉戲中黃子華飾演的頹廢律師如何洗心革面、重拾鬥志，《毒舌大狀》以一個「天有眼」的真理必勝童話

贏得了觀眾掌聲，更被形容為讓人在戲院裡找回香港所失落的公義。但也不是每一個香港人都買《毒舌大

狀》的帳，隨著電影票房高漲，好評如潮，它亦被批評是精神鴉片。誠然，它確實抓緊了好題材，但處理

得非常節制，知所進退，始終保持安全的創作距離，甚至是一個遠離現實香港的距離。

電影試圖重溯回歸初年，良心律師與弱勢小眾共同義抗權貴菁英的「舊香港」社會格局，如同黃子華義憤

填膺的控訴，那個格局中的香港，是如電影最重要金句所言：「法律面前，窮人含撚」（網絡用語，形容

法律貌似人人平等，實則窮人吃虧。含撚：為男性口交）。當然放在今日，這可以有無限延伸想像，但要

知道在今日政治語境裡，法律面前，「含撚」的人未必都是窮人，譬如黎智英就不窮，而同樣面臨重囚審

判的人，還有資深大律師、大學教授、前政黨領袖。

被奉為電影精句的八個大字，事實上也正是電影的謹慎去政治化，偷偷迴避了香港即使曾經的權貴菁英

（或「有錢人」）都也面對重囚審訊的真正現實；是以電影所說的「找回公義」，跟今日政治審訊不斷的

香港可謂是兩個平行世界。

過去一兩年「法庭劇」於香港大行其道，從電影到舞台劇，無論嚴肅或喜鬧

類型，都不乏批判司法制度、法律遊戲，或是圍繞程序公義的作品。《毒蛇

大狀》多少觀照了後社運年代已成常態的政治審訊，難以估算的秋後算帳。



《毒舌大狀》劇照。網上圖片

當然，並不是要完全緊扣時代脈搏，直接回應政治現實的才是好作品，即使周冠威這樣非常關心社運的電

影導演，都會有他的創作低潮，交出令人有所不滿的作品；而《毒舌大狀》導演吳煒倫未必敢於同樣踩

界，挑戰審查制度，但《毒舌大狀》無疑拍得比這幾年許多慣打「擦邊球」、藏起政治隱喻的取巧作品更

有深度，也是一部平衡穩陣的作品。當然，它被譏為另一種形式的維穩電影，向觀眾灌輸「在電影裡找到

公義」的亢奮，這也無可厚非。

最大波浪：女魔頭兼維穩導演張婉婷？ 


短短幾日，張婉婷亦從一名交出真摯青春作品的導演，變成販賣少女青春，

專吃人血饅頭的女魔頭 —— 也因為她已加盟「說好香港故事」的建制團

隊，於是再多一個維穩導演的罵名。

至於《給十九歲的我》那些像滾雪球一樣愈發不可收拾的爭議，單是導演張婉婷與片中幾名女生的專訪及

自白文章，都已超過電影本身盛載的內容，也呈現了更多比紀錄片裡所見更真實的衝突和角力 —— 特別是

各種關於剝削、欺瞞，從學校到學生、從導演到被拍攝者的權力壓迫。

由張婉婷、郭偉倫聯合導演的《給十九歲的我》，從最初大獲好評，到開畫首周即腰斬，落得聲名掃地，

約可分成幾個階段 電影去年已做過不少特別放映和優先場 甚至於台北金馬做過海外首映 這部籌備近



約可分成幾個階段。電影去年已做過不少特別放映和優先場，甚至於台北金馬做過海外首映。這部籌備近

十年，源於紀錄英華女校重建，以及幾個女學生成長故事的作品，最終不僅僅是百年名校的光影見證，也

同時紀錄了香港從「傘運」到「反修例」這段動盪而嚴峻的十年光景。

今年初《給十九歲的我》就被香港電影評論學會選為 2022 年度最佳電影，也應是今屆香港電影金像獎的

大熱門。電影一直沒排期正式公映，此舉背後已早惹來不少揣測，包括片中出現過2019年反修例社運的紀

實場面，說不敏感是騙你的，當然亦有揭露一些名校師生間的明爭暗鬥，或有損校譽。但由於外界評價正

面，電影最終敲定今年二月初公映，以為皆大歡喜，而就在公映前夕，本身也是英華女校舊生的張婉婷，

還跟片中幾名受訪女生及校長，於新校舍出席誓師大會及連場宣傳謝票活動。當時便有評論形容看過紀錄

片後「有少少唔舒服」，說法亦引起許多觀眾認同。

最初於網上熱議的「少少唔舒服」，最主要是關於張婉婷的旁白部份太過強勢，似長輩身份斷章取義，解

讀受訪女生的青春期「反叛」行為。在這一點爭議上，不能說是張婉婷的敗筆，作為紀錄片導演，就算她

不用旁白，都有許多途徑放大自己的主觀想法，在多名受訪女生的十年成長片段中，最終篩選哪一部分放

上大銀幕，這都已經是一種獨裁或騎劫了。

《給十九歲的我》劇照。

張婉婷跟她們之間不只存在（她所認為的）代溝，還有作為資深導演的傲

慢。其實難以相信像她這樣一個經驗豐富的導演，會真的完全不懂何謂採訪

https://www.facebook.com/827660636/posts/10167397830455637/


倫理，何謂紀錄片的道德原則，她甚至是在BBC做過紀錄片助導工作，不需

要被提醒哪一些做法不恰當。

然而，情況急轉直下，轉眼再不是「少少唔舒服」的程度 —— 期間政府更公佈張婉婷將會加入財政司長陳

茂波領導的專責小組「說好香港故事」，變相為政府喉舌，但此事與接下來的爭議相比實在毫不重要了

—— 電影公映數日，《明報周刊》突發刊出一篇近萬字的陳情，撰文者正是片中幾名受訪女生之中從未出

席電影宣傳活動的阿聆。據文章所述，阿聆一直對校方表達自己並不願意，也不同意《給十九歲的我》公

開放映，也坦言有被「霸王硬上弓」的感覺，校方當年邀請她們等人參與拍攝，原意只供校內私人放映，

從未提及日後將會對外公開。她更提到自己飽受精神困擾，害怕將自己的成長片段搬上銀幕。《明報周

刊》同日再刊出另一位受訪女生阿佘的專訪，後者也明確提到過往十年的拍攝裡，與導演相處的種種爭拗

和不滿，包括常被偷拍，感到不舒服，但面對校方和長輩的要求，無可奈何只能妥協接受，繼續成為跟拍

對象。

到此階段，已不是導演會否太主觀、太過一廂情願誤會了受訪女生的意願，而是她們親口證實張婉婷有違

拍攝紀錄片的基本倫理，讓她們於不知情之下被拍攝，於不同意之下被公映。當然，違反道德倫理的紀錄

片同樣可以是一部出色的紀錄片，也確實有過許多這樣的作品。但《給十九歲的我》從紀錄校舍翻新重建

過程、到最終迫使舊生公開表達不滿，本末倒置之餘，也暴露了張婉婷跟她們之間不只存在（她所認為

的）代溝，還有著她作為資深導演的傲慢。其實難以相信像她這樣一個經驗豐富的導演，會真的完全不懂

何謂採訪倫理，何謂紀錄片的道德原則，她甚至是在 BBC 做過紀錄片助導工作，不需要被提醒哪一些做法

不恰當。或者，她是更傾向以長輩、榮譽校友身段，認為自己的資歷與投入這次拍攝的心力，足以凌駕、

綁架道德倫理。

翻看張婉婷近期一些訪問內容就更明白，她至今還是津津樂道大談學生年代如何冒認紐約市長簽名、偷電

拍攝，言下之意，是她喜歡冒險踩界、不怕死，要這樣才會拍到好作品。《給十九歲的我》拍得動人精

彩，當然都是因為她夠敏銳，不放過任何機會，會不惜一切去捕捉紀錄片素材 —— 包括在 2016 年的日

本亞洲場地單車錦標賽，偽裝香港傳媒採訪著名運動員李慧詩，然後將訪問片段放進紀錄片。

https://www.hk01.com/%E5%8D%B3%E6%99%82%E5%A8%9B%E6%A8%82/864004/%E7%B5%A6%E5%8D%81%E4%B9%9D%E6%AD%B2%E7%9A%84%E6%88%91-%E5%BC%B5%E5%A9%89%E5%A9%B7%E8%87%AA%E7%88%86%E5%86%87%E5%BE%97%E5%85%81%E8%A8%B1%E5%85%A5%E5%A0%B4%E5%81%B7%E6%8B%8D-%E4%BB%B2%E8%A9%A6%E9%81%8E%E5%86%92%E5%B8%82%E9%95%B7%E7%B0%BD%E5%90%8D?fbclid=IwAR1NFrpi2y7wsp82aWe0scHYTmVEr7uSRxJVOUwpOU7lkHuxR0zbFZBRfQE


《給十九歲的我》劇照。

置身政治噤聲的去勢狀態，電影作品有時扮演著稻草人的公共角色，畢竟它

是這裡僅存的仍有一定創作自由、也有表達批評自由的特殊場域。

張婉婷大概從未想像過自己花費十年籌備的作品，最終會讓自己面對沉重的人格指控，在早前幾天的訪問

裡，她還那麼興奮雀躍地分享自己和攝製隊如何瞞天過海，為紀錄片取得李慧詩的十幾秒訪問片段。但結

果很諷刺，隨著兩名受訪女生對張婉婷表達不滿，李慧詩隨後亦公開批評電影採訪手法有欺詐成分，形容

自己在不知情下被利用，只礙於香港沒有肖像權而無法阻止電影上映。

幾經發酵並背負極多不道德指控的《給十九歲的我》，最終只公映四日，便決定暫時取消放映。最後一晚

的午夜場幾近爆滿（不少觀眾口裡說不，身體都很誠實）。導演張婉婷則按原定安排現身映後分享，但據

指離場時被當眾辱罵「絕子絕孫」。短短幾日，張婉婷亦從一名交出真摯青春作品的導演，變成販賣少女

青春，專吃人血饅頭的女魔頭 —— 也因為她已加盟「說好香港故事」的建制團隊，於是再多一個維穩導演

的罵名。

再難以簡簡單單看一部本地電影 


當社會現實裡被一再抽空，所有追求都落空，我們便急於找一個替代場域，

用一個更高的標準去填補所有匱乏。於是，所有隱惡揚善的文本創作都是有

毒的，也所以，周冠威背負著過度期待，而幾天之內，張婉婷的人格就被全

盤謀殺，其實亦太苛刻。

倒不是要歸納這幾件從電影延伸而來的爭議，相提並論，但張婉婷變成「出賣」受訪者的女魔頭，還有淪

為精神鴉片的《毒舌大狀》 被癡心錯付的周冠威 它們都以不同程度 反映了城中人於觀影心態上的

https://www.hk01.com/%E5%8D%B3%E6%99%82%E5%A8%9B%E6%A8%82/864049/%E7%B5%A6%E5%8D%81%E4%B9%9D%E6%AD%B2%E7%9A%84%E6%88%91-%E5%BC%B5%E5%A9%89%E5%A9%B7%E8%AC%9D%E7%A5%A8%E8%A2%AB%E5%85%89%E9%A0%AD%E7%94%B7%E7%B2%97%E5%8F%A3%E6%8C%87%E7%BD%B5-%E7%94%B1%E5%B7%A5%E4%BD%9C%E4%BA%BA%E5%93%A1%E8%AD%B7%E9%80%81%E9%9B%A2%E9%96%8B


為精神鴉片的《毒舌大狀》，被癡心錯付的周冠威，它們都以不同程度，反映了城中人於觀影心態上的一

些改變。

或許，香港真的「復常」回到歌舞昇平的年代，但扭曲了的情緒，未必能輕易恢復。譬如今時今日，再難

以簡簡單單看一部本地電影，部分觀眾再不滿足於看一部好電影，置身政治噤聲的去勢狀態，電影作品有

時扮演著稻草人的公共角色，畢竟它是這裡僅存的仍有一定創作自由、也有表達批評自由的特殊場域。各

種道德門檻的要求亦突然變得很高——甚至接近整個城市裡眾多範疇的最高標準，劇情片的選材和作品所

傳遞的意念是否恰當，紀錄片的倫理操守是否正確。一個有良心的導演不應該交出水準以下的爛片，也一

定是要人品優良的導演，才配得上一部真摯動人的紀錄片。導演人格好壞，演員有多黃、有多藍，電影投

資者有什麼背景，有沒有政治隱喻、弦外之音，跟現實的政治語境距離有多遠，創作意識和動機，作品質

素以外，還有很多等同情緒勒索的考慮因素。

當社會現實裡被一再抽空，所有追求都落空，我們便急於找一個替代場域，用一個更高的標準去填補所有

匱乏。於是，所有隱惡揚善的文本創作都是有毒的，也所以，周冠威背負著過度期待，而幾天之內，張婉

婷的人格就被全盤謀殺，其實亦太苛刻。

電影《十年》劇照。



撇除針對張婉婷的道德指控，《給十九歲的我》不僅保存了過去十年許多珍貴的紀實片段，再進一步說，

它甚至是目前最接近香港政治現實的電影作品，也是實施「國安法」後第一部將社運抗爭場面收錄而且能

夠公開放映的紀錄片。周冠威做不到的事情，張婉婷反而做到，它無疑充滿時代價值，但剛好也是生不逢

時，因為今日的香港觀眾彌漫著嚴謹的道德情緒，以前或許不當一回事，如今卻再也無法容讓張婉婷的傲

慢、取巧，以及對拍攝者的苛索剝削。或許，張婉婷也將這部紀錄片的時代性看得太重，是一部她的《十

年》，卻從未脫下她的招牌墨鏡，忽略了她眼前的、在電影裡被放得最大的幾名女生的感受。

撫心自問，我也確實曾被《給十九歲的我》所感動，一度錯信了美好的師生校園關係。結果，每一個曾經

入場觀看電影的人，都參與了這場欺瞞與剝削。然而，難過的不只是事後得悉幾名受訪者被導演「出

賣」，或是觀眾不知不覺成為了共犯，而是讀及女生們憶述拍攝紀錄片期間的無奈和憤怒，被掌權一方蹂

躪的痛苦，而明明活在這幾年的香港，我們對這些不公義的事情都有過非常深切的體會。

《給十九歲的我》不僅保存了過去十年許多珍貴的紀實片段，再進一步說，

它甚至是目前最接近香港政治現實的電影作品，也是實施「國安法」後第一

部將社運抗爭場面收錄而且能夠公開放映的紀錄片。周冠威做不到的事情，

張婉婷反而做到。

撤回《給十九歲的我》的決定，思前想後還是令人扼腕，縱然張婉婷犯錯，違反拍攝道德，但電影明顯有

著拍攝者當刻所不知曉、也無從預見的珍貴價值，它無意中將一些今日早已被粉刷掉的不公義，永遠保存

在底片裡。但偏偏，它最終也成為這十年裡愈見不公義的世道的一部分，而且同樣永遠伴隨這部電影，留

在受訪者和觀眾心裡。

這可能是一部兩敗、甚至三敗俱傷——導演、受訪者、觀眾——的失敗紀錄片，但也可能是一場更真實的

見證。在紀錄片所窺看的十年裡，那幾個女生一直被定義了她們如何「反叛」和「成長」。但她們真正的

成長，不在電影裡，是在電影完成直到上映的過程裡。今日她們已經長大，懂得發聲捍衛自己的人生，隨

即推翻了成年人、導演和攝製隊一廂情願的想法。紀錄片裡，她們是被校方、導演選中的扯線娃娃，但現

實中，她們正是主宰這部電影的主角。是她們一直被低估了的真正「反叛」，最終成功翻案，撤回了這部

電影。

但更衷心期望她們會抱著這份「反叛」的覺悟，原諒這並不只是一部傷害過她們，侵犯了她們青春的紀錄

片，它同時閃過一些片段，為一些時間點留下相當重要的註腳。也但願輿論視線和心力能夠從此離棄她

們，因為《給十九歲的我》已經暫告一段落，喜歡不喜歡這部電影都好，它只是一部兩小時的紀錄片，被

紀錄下來的事情，以及那些錯失，再殘酷都無法完全「浸死」張婉婷與幾名受訪女生的未來。但要記得，

就在《給十九歲的我》取消放映的同一日，逐漸被坊間淡忘的 47 人案，推延近兩年後正式開審。



這可能是一部兩敗、甚至三敗俱傷——導演、受訪者、觀眾——的失敗紀錄

片，但也可能是一場更真實的見證。在紀錄片所窺看的十年裡，那幾個女生

一直被定義了她們如何「反叛」和「成長」。但她們真正的成長，不在電影

裡，是在電影完成直到上映的過程裡。

《毒舌大狀》劇照。網上圖片

黃子華在《毒舌大狀》裡一直說著鏗鏘的對白，良心不死，便可以打動陪審團，共同捍衛公義，但我們所

熟悉的道德倫理，都不適用於剛剛「上映」的這一宗「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首案，因為它完全合法地取

消了陪審團。當我們在電影裡追求公義的時候，當我們批評電影作品有違公義的時候，明明有著更大的不

公義就在前面，但我們只能買張戲票，對號入座，用狂熱掩飾對政治現實的冷淡，迴避對一切無力扭轉的

事情已失去知覺。

最高判處無期徒刑或監禁十年以上的 47 人案，「映期」預計長達三個月。但無論喜歡不喜歡，於可見的

日子裡都不會有爭議、翻案機會。




